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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序
任继愈

   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。世界知道中国，不自今日始，回溯

历史，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①。文明交流的深度、广度也是近

代超过古代。

    中外文化交流，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。一般情况下，文化水

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。文化水平低的一方则比较

容易成为接受者。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，往往是施与者，这

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。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，接触后

发生冲突，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，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。这种水

平相当的交流，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，才能收到互相融会、双方

受益的效果。进人近代，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，往往借助

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。明中期，如天文、历算，往往学习西法，

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。

    文化交流、交融、吸收、互补，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。只有在国

力充实、文化发达、科学先进的情况下，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，

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。当国势衰弱，文化停滞，科学落后时，往往

① 第一次在汉朝，公元前后 1世纪，开通了丝绸之路;第二次在唐朝，公元7一s世

    纪;第三次在明朝，公元is一is世纪;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，19世纪。第五

    次在“五四”前后.20世纪初到现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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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，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，成为

      完全被动的接受者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，

      输人中国的外来文化，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，有些是中国所不愿

      接受的，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。
          历史告诉人们，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，世界上一个地区出

      现了经济危机，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。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

      紧密的程度，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。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

      大超过古代，传递手段之迅捷，古人无法想像。因此，文化交流的责

      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。“国际汉学研究书系”负担着21世纪中外

      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。
         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，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:

          一、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(翻译);

          二、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(翻译);

          三、海外汉学研究(著作)。          “汉学”这一名称，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，也有少数学者有

      不同意见。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，我们只是把过去

      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，总

      之，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。正如“现代新儒

      家”，这个名字的内容，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。

      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，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

        道理。         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，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

      梁，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，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。
          我们这套书系，本着对社会负责，对历史负责，对人类未来负责

      的心愿，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，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、高品位的

      世界文化。21世纪，是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。

      我们以科学的良心，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，我们介绍古代先驱

      者的业绩，在当代人中，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，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

        前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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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只有在健康、光明、理性、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，人类才可

以避免失误，走向和平。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，深知和

平的可贵，战争的罪恶。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、正直善良的学者，出

版这套书系，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，更寄希望于提高全

人类的文化素质，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、光明

的大道，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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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孙子有言: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。

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败。”此谋攻之要道，知胜之枢机也。治学之

道，亦何以异是。西方之言学，其考论吾华文字史事者号曰汉学，以

西方之人而热心究远东之事，盖彼欲有知于我，此学之涉于“知彼”

者也。返视吾国人之有志于究心西事者，乃寥若晨星。庸或有之，

留学彼邦，略涉落篱，归国而后，弃同敝展，多返而治汉学，稍为“知

己”之谋，辄以兼通东、西自诩，实则往往两无所知，其不每战不败者

几希?近世学风，流弊之大，国之不振，非无故而然也。

    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，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，

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。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，久为士

林所推重。抗战军兴，余任教(无锡)国专，自桂林播迁蒙山，复徙北

流，与先生尝共事，颇闻其绪论，心仪其人，以为如先生者，真有志于

“知彼”之学者也。嗣先生回山西故里，终未能一展所学，优悴而继

以姐谢，论者深惜之。哲嗣守诚世兄顷来书谓经已旬集先生遗书刊

行在即，平生著述，自此可以行世，沽溉后人，为之大喜过望。不揣

固陋，略序其湍，为陈“知彼”之学之重要，得先生书以启迪来学，使

人知不能以“知己”为满足，而无视于“知彼”，则不免流于一胜一负。

庶几欲求操胜算者，不至于南辕而北辙;则吾文之作或为不虚，亦可

稍慰先生于地下也乎。

丙子春饶宗颐于香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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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的话

    这本书是汇集我父亲阎宗临在1936年至1943年间发表的关于

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论文而编成的。这些论文的内容，大致可

分为三个部分:第一部分是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，中国对法国18

世纪的影响;第二部分是清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传教士的活动，

以及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关系;第三部分是对古代和近代中西交通的

概述，对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使节的活动也有所探讨。

    我的父亲阎宗临生于1904年6月18日，山西省五台县中座村

人。七岁人村中小学，因家境困难，常参加劳动，种过地，背过煤，靠

半工半读读完中学。1924年，中学毕业后，借了点钱，来到北京。次

年，在朋友们帮助下，赴法国勤工俭学。在法期间，曾做过勤杂工、

油漆工以及实验室助理员。在做工时，节衣缩食，有了一点积蓄。

1929年，进人瑞士伏利堡大学文学院，主要学习欧洲古代、中世纪的

历史和文化。1933年，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，并留校任教，主持

中国文化讲座，与此同时，在该校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，1936年获瑞

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。

    1937年，抗战爆发。父亲毅然辞去伏利堡大学的教职，和我母

亲梁佩云一同回国，共赴国难。抗战期间，父亲先后在广西大学、无

锡国专、昭平中学及桂林师院任教。抗战胜利后，于1946年应聘到

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，并于 1948年至 1950年兼任历史系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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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

1950年8月，父亲应张友渔、赵宗复的邀请，回故乡山西大学(山西

师范学院)工作，直至1978年10月5日逝世，终年75岁。

    父亲逝世二十周年，1998年9月我编的(阎宗临史学文集冬由山

西古籍出版社出版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，其中关于传教士和啊交
通的几篇文章引起国内从事汉学、清史研究的学者的重视。但是，

由于出版经费的限制，该书印数很少，难以买到，且字数有限}-.收录
的论文并不完整。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张西平教

授建议我将父亲有关传教士的文章收集齐全，再编一本书，他认为

这些文章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，而且在我国汉学研究史上

也有学术史的意义。正是在他的鼓励下，我编成了这本书。

    父亲在大学任教:四十余年，主要教授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，但

中西交通史始终是他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。他对传教士的研究，始

于在伏利堡大学研究院作学位论文时。他的博士论文所以选择(杜

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》为题，我想有如下原因:

    首先，父亲的大学教育是在欧洲接受的，受西方学术思想和方

法的影响较深。他采用的文化史观和多元比较法，即从历史、地缘、

人种、社会、文化、宗教诸因素上，综合分析，以阐明历史的发展演

变，是西方史学中的重要流派。父亲非常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，他

认为，世界文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肌体，如果没有别的国家或民族

的文化来补充，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健康的、进步的

和完美的。因此，他很重视对各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交流的研究，尤

其是东西方的文化交流。

    其次，父亲在伏利堡大学读书时，由于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，深

受该校教授岱梧(E. Devaud)的赏识，认为他是这个学校近十年来最

优秀的学生。岱梧教授是著名的教育家，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不仅指

导父亲的学习，关心他的生活，在经济上也给予资助;从而使父亲得

以顺利完成学业。在校期间，父亲信仰了天主教(回国后不再参加

宗教活动)，选修了拉丁文，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，熟练地掌握了这

门艰深的文字。父亲对天主教的理论、文献及教义教规都有深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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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，他对传教士的活动有兴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。

    复次，父亲受于斌的一些影响。在伏利堡大学学习期间，他曾

到罗马参观，偶然邂逅了在梵蒂冈学神学的于斌，异国相识，格外亲

切。于斌邀请他到自己的宿舍烧水泡茶，相谈甚欢。1933年，父亲

回国探亲，在北京又见到于斌。当于斌得知他已获得文学硕士，学

了三年拉丁文，很热情地鼓励他再学点希腊文，专治宗教史，将来可

以到辅仁大学任教。父亲回到瑞士后，虽然没有学希腊文，却选定

了有关宗教的论文题目，应该是和这次谈话有关的。于斌一直从事

宗教活动，据说后来成为台湾教区的红衣主教。

   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，父亲曾七次到罗马，在梵蒂冈查阅教廷

档案，并曾到英国剑桥大学查阅特藏。严谨的学风，新颖的论点，扎

实的功力，丰富的材料，使其论文具有良好的学术水平，不仅顺利通

过答辩，取得学位，而且在欧洲汉学界也获得好评。本书首次收录

了他的博士论文中文全译本。

    父亲回国时，原计划取道上海，并把在欧洲多年收集的图书资

料装成五大箱运往上海，但“八 ·一三’旧 军炮击闸北，发动大规模

军事进攻，到上海的船停开了，只好改道香港。先前运往上海的图

书资料全部毁于战火，这对父亲后来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

失。回国后，1939年至1943年，父亲在广西大学任专任教授，讲授

《世界通史》。我们家住在桂林施家园，父亲每周到西大所在地良丰

住三天，课毕再回桂林。当时，广西大学的研究条件还好，图书馆有

必备的参考书，父亲又年富力强，精力充沛，夜以继日进行研究工

作，出版了《近代欧洲文化研究》和《欧洲文化史论要》两部专著，发

表了许多论文，本书所收论文，除《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》外，都写

作于这一时期。1944年，日本侵略者进攻桂林，父亲带领全家同无

锡国学专科学校师生一起逃难。此后，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多方面的

原因，使父亲对传教士的有关研究难以进一步开拓和深人。

    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尚未结束时，有一

天，父亲在谈话中对我说:“我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，在这里连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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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天的人也没有。”当时，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，只是父亲滋于

言表的抑郁之情，深深地印在我心中。转眼间，三十年过去了，如今

我想:父亲这样说，既不是自谦，也不是自责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有宽

松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，有志趣相投的朋友经常交流切磋，他在

东西文化交流、传教士活动等熟悉领域中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。父

亲这句话里，有几分无奈，也有几分慨叹，神情才那样抑郁。

    其实，父亲在中西交通史这一研究领域中，是有笨路蓝缕、辛勤

开创之功的。他是最早对杜赫德进行系统深人研究的中国学者妾他

发现并介绍了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— 樊守义的《身见

录》;他对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有许多重要发现。这些发现都建

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，得益于他在巴黎、剑桥、梵蒂冈、布鲁塞尔

等地图书馆的辛勤收集和丰富的语言知识。父亲精通法文、拉丁

文、英文、德文，日文也懂一点，因而能见到外国学者容易忽视、中国

学者难以见到或即使见到也难以读懂的资料。所以，他在六十多年

前的研究成果，其原创性和资料上的优势，至今依然令人耳目一新。

    本书收录的论文，主要发表在《扫荡报》文史地副刊、昆明《益世

报》及《建设研究》等报刊杂志上。由于是在抗战时期，时局不安，这

些论文流传不广，难以寻觅，逐渐鲜为人知。现在有机会结集出版，

使父亲的研究成果得以保存和流传，并对今天的研究工作者有所启

迪和助益，这是十分有意义的。为此，我很感谢张西平教授对编辑

本书的热情关怀;《阎宗临史学文集》出版时，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

颐教授欣然作序，序文立意高远，言简意孩，情辞恳切，非常精彩‘

朋友们都认为，用作本书序言也很恰当。经饶先生同意，刊于卷首，

谨此说明，并再次向饶先生致以诚攀的谢意:;感谢中华书局陈铮先

生为使本书更为完善所付出的辛勤劳动;感谢大象出版社对学术事

业的大力支持。

    阎守诚

2002年4月10日于首都师范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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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①

引 言

    杜赫德( Du Halde)神甫的名字永远和《中华帝国志)、(耶稣会

士书简集》联系在一起。他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与《一千零一夜》

的译者安托尼 ·加朗(Antoine Galland )的地位相差不远。他关于中

国的知识并不是第一手的;这些知识来自于他的同行们。然而他却

很善于选择整理这些知识，以致18世纪的作家们都援引他的作品。

    杜赫德当时的工作，正如我们所料的一样，是18世纪前半个世

纪的法国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研究。这个世纪的法国思想经受了一

次深刻的变革;中国至少是间接地以它与希腊、拉丁、基督教迥异的

文明加速了人们思想的转变，对于那些聪明、睿智的人们来说，这种

文明不仅是令人佩服的，而且它尤其是理性主义和克己主义的。对

于哲学家们来说，能够发掘这种文明该是1多么大的意外收获啊!

    18世纪初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们都是些科学家和道德家。继利

① 本文为阎宗临博士学位论文，用法文写成,1936年在瑞士印剧出版。全文由北京

    大学葛雷先生翻译，比利时新普坟大学阎守和博士、浙江大学计翔翔教授

    校。— 编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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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玛窦之后，他们以高度的机智和坚韧的毅力来耕耘这块神圣的土地。

      他们方法上的基本点是:为使中国人民信教，首先他们自己得在文化

      和语言上成为中国人。而后，在掌握了孔子哲学的同时，他们以为便

      可以得心应手地把中国人置于福音的灵光之下，最后a.同当时倾向于

      积极进取的中国人那样，他们企图用科学征服中国的人心。这种办

      法是值得称赞与令人钦佩的，它使得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获得研究中

      国并深人到其文明中去的良机。
          但是，这种办法也同样使耶稣会士们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境况，

     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，如果把基督教作为绝对真理，中国人绝不会对

      它感兴趣。由于拉丁的严格性与中国人的中庸精神相抵触，如果天

      主教作为来自西方的某种哲学而出现，那它就会如同佛学一样，又存

      在着失去自身面目的危险。耶稣会士们体验到这种悲剧性的困境。

      礼仪之争仅仅是两种运动斗争的结果。不管是耶稣教士还是他们的

      对手，似乎都既不全错，也不全对。
          在18世纪，耶稣教教士们以极端欧化的报道而成为拉丁世界追

      求异国情调的主要引路人。在这个总体思想趋向解放的世纪里，作
      家们不仅借鉴了他们的事实，而且向他们借鉴了某些与自己思想有

      关的论据，以至在写作中守旧的文人指责耶稣会士们是为异教徒服

      务的。假如这些人稍稍想到他们的真正目标，他们的指责或许就不

      那么激烈了。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在于传播福音。他们既没有在

      中国成为纯学者的打算，也没有取悦于他们在法国的同胞的意图。

          可以肯定，耶稣会士们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中国。任何人要谈

    论中国，即使在现在都必须求助于耶稣会士似写的东西，特别要借助
      于杜赫德神甫的《中华帝国志》。在这不朽的著作面前人们思忖着

      耶稣会士们是否真的了解了中国，依我们看来，他们介绍的知识值得

      相信，但也是些经验主义的知识。可以说耶稣会士们把中国拍摄下

      来，但不是画下来。这里有很大差别。维厄尔(L. Wieger)保证说:


